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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論  

本論文從敘事文本內容的形式與表達的形式兩方面，剖析歴

史敘事模式如何制約羅貫中的創作方向，對情節結構造成了怎樣

的牽引作用，進而塑造了《三國演義》獨特的結構形式；並從構

成話語的敘事方式與技巧，探究歴史敘事的基本特徵，以及其對

《三國演義》的影響。因此在第三章中，以《三國志》、《資治通

鑑》及《通鑑紀事本末》為基本研究對象，探討中國三大史體─

─編年體、紀傳體、紀事本末體的文體結構特徵，並論述其對《三

國演義》組織情節方面起了何種促進作用。第四章則由敘事主體、

敘事視角、敘事時間、人物語言四方面，剖析《三國演義》對歷

史敘事形式的承續與揚棄。  

然而正如傅修延所說：「敘事傳統的形成是一個動態過程，各

種敘事形態在發展過程中既融通匯聚又各奔前程，有的發育順利

不斷成長壯大，有的為別人提供了營養後中道消歇衰亡。」1中國

史傳傳統雖然對《三國演義》的成形影響極大，但歴史敘事自身

的侷限性，也在小說敘事發展壯大的過程中，逐漸暴露出來。因

此正確了解歴史敘事的特性，其對小說敘事發展以及可能的不良

影響，將是認識中國敘事傳統形成過程的重要態度。此外，本論

文雖側重於梳理史傳傳統的特徵，但不能忘記《三國演義》，仍自

小說敘事發展是多方接受影響，民間講史、戲曲等藝術形式亦值

得注意。  

一 .歷史敘事的限制  

以《三國演義》為代表的歷史演義小說之所以興盛，仍得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傅修延著，《先秦敘事研究》，（北京：東方出版社， 1 9 9 9 年 1 2 月第

一版），頁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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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中國淵源流長的史傳傳統。卷帙浩繁的歷代史冊給予小說取之

不盡、用之不竭的創作素材，更提供其可資仿效的結構體例和敘

事方式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小說與史傳各有不同認識社會、歷

史的方法和態度，二者的終極關懷互異，反映在文體上，自然衍

生各自有所偏重的敘事模式。相對於史傳傳統的深厚悠久，小說

作為一種新興的文體，雖然起於君子弗為亦弗滅的殘叢小語，在

接收各方影響，也逐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品格。如周英雄說：  

文學與歷史（其實包括經史諸子等非文學作品）之區分，

從六朝之後即漸趨明顯，並相互影響，互通有無。六朝之

志怪、唐宋之傳奇、宋之話本及擬話本對敘述文體的經

營，都逐一替小說舖下了一條明顯可循的軌跡，有異於史

料舖陳的一般格局。也就是說，小說這個文類逐漸往情

節、人物、主題作統一發展，有異於歷史百科全書式的編

纂體制。
2 

從整個中國敘事發展來看，六朝後小說在民間文學與作家個人巧

思的挹注下，藉助於虛構想像的創造力，對不同的敘事形式與藝

術手法進行試探和創造，展現了蓬勃的生命力；相反地，與此同

時，史家對於歴史敘事有了一致而固定的認知，歷史著作逐漸形

成穩定不變的敘事模式。因此，史傳傳統雖然對小說的發展影響

極大，但不可否認地，歴史敘事受制於記實的目的，其侷限性亦

顯而易見。  

歴史敘事的侷限性何在？從講述與展示
3這兩種敘事形式的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周英雄著，《小說．歷史．心理．人物》，（台北：東大出版社， 1 9 9 3

年 1 0 月再版），頁 3 3。  
3  講述 ( t e l l i n g )、展示 ( s h o w i n g )兩種概念在不同的理 論家筆下有不同的

表述，另一種常見 說法是概述 ( s u m m a r y )與場景 ( s c e n e )。里蒙．凱南對二者

的定義為：「『展示』被認為是事件和對話的直接再現，敘事者彷彿消失了

（如在戲劇中），讓讀者從所見、所聞的東西中得出結論。而『講述』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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度來看，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有更清楚的認識。前文曾提及，《三

國志》和《史記》在敘事風格中最大的區別在於，司馬遷善於利

用人物對話和場景描繪呈現栩栩如生的歷史情境，而陳壽則多以

客觀、簡潔的概述代替場景描寫，因此，在藝術生動性方面，《三

國志》顯然不如《史記》。以〈史記．項羽列傳〉中的「鴻門宴」

為例，司馬遷於此極盡文采之能，描摹已逝之情景，如在目前，

令人如親臨其境，如親聞其聲，眾多人物齊聚一堂，各有不同的

舉止、神態、言語。  

在讚嘆司馬遷敘事才華之餘，有一個問題同樣令人深思，那

就是司馬遷處身於楚漢相爭後數十年，如何能對整個場景有全知

全能的掌握。首先，鴻門宴中，眾人的神情舉止和言語交流，即

便史官當場記錄，又怎能做到如此詳盡真實！此外，文中連接著

不同場景的切換，如范增出帳招項莊入內舞劍和張良到軍門招樊

噲的情景和對話，是兩人間私下的行為與言談，明顯不在眾人的

感知範圍內；另外，「范增數目項王」、「項王默然不應」，范增暗

示項羽趁機殺害劉邦，這是項羽和范增兩人心中的默契，不僅後

人難以知悉，就連當時參加宴會的人未必明瞭，何以司馬遷能像

上帝般無所不知！顯然地，司馬遷在此是設身處地，依照人物的

氣質性格、身份地位，以及歷史事件的發展，虛構出他們的可能

之行，與可能之言。因此就歴史敘事的內在規範而言，司馬遷在

此已逾越了史家的職責──「敘述已發生之事」，而像詩人般「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敘事者為中介的再現，它不是直接、戲劇性地展現事件和對話，而是談論

它們，概括它們。」原文為：「『 S h o w i n g』 i s  t h e  s u p p o s e d l y  d i r e c t 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
o f  e v e n t s  a n d  c o n v e r s a t i o n s ,  t h e  n a r r a t o r  s e e m i n g  t o  d i s a p p e a r  ( a s  i n  d r a m a )  
a n d  t h e  r e a d e r  b e i n g  l e f t  t o  d r a w  h i s  o w n  c o n c l u s i o n s  f r o m  w h a t  h e  s e e s  a n d  
h e a r s .  『 Te l l i n g』 ,  o n  t h e  o t h e r  h a n d ,  i s  a 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m e d i a t e d  b y  t h e  
n a r r a t o r  w h o ,  i n s t r e a d  o f  d i r e c t l y  a n d  d r a m a t i c a l l y  e x h i b i t i n g  e v e n t s  a n d  
c o n v e r s a t i o n s ,  t a l k s  a b o u t  t h e m ,  s u m s  t h e m  u p ,  e t c .」 S h l o m i t h  
R i m m o n - K e n a n  ,  《 N a r r a t i v e  F i c t i o n :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 P o e t i c s》 ,  L o n d o n :  
M e t h u e n ,  1 9 8 3 .  P a g e  1 0 7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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繪可能發生之事」。 4班固曾從史德角度贊揚《史記》「不虛美，不

隱惡，謂之實錄。」5的確，司馬遷撰《史記》沿續古代史官秉筆

直書的優良傳統，但從其對「鴻門宴」的記敘可以看出，歴史敘

事是否稱得上「實錄」，顯然不是從史德這個命題可以說清楚的，

它牽涉到敘事的虛構性問題。  

里蒙．凱南 (Rimmon-Kenan ,  Sh lomi th )曾就「展示」這種敘事

方式說：「通過提出最大限度的信息和最小限度的信息提供者，能

獲得模仿事實的幻覺。」 6所謂「最小限度的信息提供者」，指的

是敘事者避免將自己的理解、判斷直接介入到敘事之中，從而給

讀者一個親臨其境的生動感。然而要作到這一點，恰恰又需要敘

事者能「提出最大限度的信息」，亦即以一種全知全能的視野來敘

述事件。因此，就歴史敘事的角度來看，「展示」或「場景」的敘

事方式之所以是虛構的，在於這種敘事方式賦予敘事者無所不知

的能力，和史家對歷史事件認知上的侷限性相對立。當史家想要

將零碎的歷史事件組織起來，呈現出一種完整而貌似真實的場

景，其中不僅包括脈絡清晰的事件，還有人物性格特徵、言談笑

貌，甚至私下的言語舉止或心理活動時，他不免在某些難以連接

的事件縫隙處加入些想當然爾的個人臆測，而這就跨越了歷史實

錄的界線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亞里士多德說：「歷史家與詩人間之區別，並非一寫散文，一用韻

文；⋯⋯二者真正之區別為：歷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，而詩人所描

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，故詩比歷史更哲學與更莊重；蓋詩所陳述者毋寧為

具普遍性質者，而歷史所陳述者則為特殊的。」姚一葦著，《詩學箋註》，

（國立編譯館出版，臺  灣 中華書局印行， 1992 年 1 月 十 版二刷），頁 86。  
5  ［漢］班固撰，［唐］顏師古注，《新校漢書集注》，冊四，（台北：世

界書局， 1 9 7 4 年 5 月三版），頁 2737  
6  原文為：「 T h u s  t h e  i l l u s i o n  o f  a n  i m i t a t i o n  o f  e v e n t s  i s  a c h i e v e d  b y  

s u p p l y i n g  t h e  m a x i m u m  o f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a n d  t h e  m i n i m u m  o f  i n f o r m a n t」
S h l o m i t h  R i m m o n - K e n a n  ,  《 N a r r a t i v e  F i c t i o n :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 P o e t i c s》 ,  
L o n d o n :  M e t h u e n ,  1 9 8 3 .  P a g e  1 0 8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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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遷對「鴻門宴」的記敘之所以為文學家所稱頌，正在於

採用了「展示」的敘事手法，讓敘事者刻意隱身於文本之中，抹

去寫作或敘述的人為痕迹，彷彿歷史人物和事件自行呈現。相同

的敘事手法在陳壽《三國志》中卻如鳳毛麟角，大量客觀、簡潔

的講述或概述代替了場景描寫，如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五回〈屯

土山關公約三事〉寫關羽降曹操一事，《三國志》中簡單寫道：「建

安五年，曹公東征，先主奔袁紹。曹公禽羽以歸，拜為偏將軍，

禮之甚厚。」
7第二十七回〈美髯公千里走單騎  漢壽侯五關斬六

將〉，作者濃墨重彩形塑關羽忠義勇武的形象，在《三國志》也只

有寥寥幾句：「羽盡封其所賜，拜書告辭，而奔先主於袁軍。」8可

以看得出來，《三國志》中的敘事完全不是企望給讀者一個視覺想

像，而只是單純的事實記錄。因此不難理解，為何明清評點家皆

以《史記》作為《三國演義》比擬的對象，而非《三國志》。如毛

宗崗言：「《三國》敘事之佳，直與《史記》仿佛，而其敘事之難

則有倍難於《史記》者。⋯⋯」
9張竹坡亦言：「《金瓶梅》是一部

《史記》。然而《史記》有獨傳，有合傳，卻是分開做的。《金瓶

梅》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，而千百人總合一傳，內卻又斷斷續續，

各人自有一傳⋯⋯。」 10  

司馬遷善用文學生動性較強的場景描述，而數百年之後的陳

壽反倒摒棄了這種敘事手法，而採用富於理性色彩的概述方法，

這究竟是他力有未逮還是刻意為之？陳壽並未對這個問題提出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［晉］陳壽著、李宗侗主編，《新校三國志注》下〈關張馬黃趙傳〉，

（台北：世界書局， 1 9 7 2 年 9 月初版），頁 9 3 9。  
8  同上書，頁 9 4 0。  
9  陳曦鍾等人輯校，《三國演義會評本》，（北京：北京大學出版社，1 9 9 8

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），頁 1 8。  
1 0  張竹坡著，〈批評第一奇書金瓶梅讀法〉。詳參黃霖編，《金瓶梅資料

彙編》。（北京：中華書局， 1 9 8 7 年 3 月第一版），頁 7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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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。但從中國歴史敘事發展過程中，可以看出隨著學科意識與規

範的自覺，正史逐漸揚棄「顯示」或「場景」的敘事方式，而改

採越來越趨向理性化的說明性概述。這樣的轉變雖然很難找到一

個明確的時間點，但從《史記》和《三國志》的對比中，卻能明

顯看出兩者之間的差異。  

歴史敘事的精確性、客觀性通常與文學形象的生動性呈現反

比關係，如果說，司馬遷為了敘事的形象生動性，有意或無意地

採用場景敘事模式，但在對基本的歷史事件的敘述上並未違反史

實，那《史記》可歸類於極富文學色彩的歷史著作；而當羅貫中

為取悅讀者不只是大量採用場景敘事模式，並在情節組織和人物

設置等方面做出某些不顧史實或違反史實的虛構處理，《三國演

義》其實已遠離了歷史，擁有虛構性小說的品格。  

前一章曾就敘事主體、視角、時間和人物語言等四方面，論

述中國歴史敘事的特色。敘事主體方面，歴史敘事中呈現出文人

議政的主體性，而且主體意識單一化；敘事視角則以傳統的全知

敘事為主，輔以外部敘事聚焦，並缺少直接心理描寫；敘事時間

方面，不僅強調完整、明確的時間線索，同時嚴格遵守歷史時間

順序；人物語言不只篇幅大，能推動情節發展，並有明顯的理性

化色彩。這樣的敘事傾向在中國歷代史冊中有突出的一致性，顯

示其服膺於內在規範，無法擺脫固有的敘事框架。而這也就是為

什麼《三國演義》中最為人讚賞的是那些虛構成份較多的部分，

如劉備三顧草蘆、赤壁之戰等，而非史實成份較多的部分。  

如毛宗崗所說：「從來實事，未嘗徑遂率直，奈何今之作稗官

事，本可任意添設，而反徑遂率直耶！」 11《三國演義》後，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  陳曦鍾等人輯校，《三國演義會評本》，（北京：北京大學出版社，1 9 9 8

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），頁 1 4 - 1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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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演義小說不僅沒有更進一步的發展，反而走向衰退之路，原因

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原因即為作家放棄了虛構想像的權力，在向史

實考證不斷靠攏的過程中，阻疑了藝術生機，而走向衰歇之路。  

二 . 小說敘事的發展  

除了史傳文學，講史平話和戲曲說唱等文學形式都為《三國

演義》生成，提供了豐厚的文學養份，這些民間文學在藝術形式

上也直接影響了作為書面文學的歷史演義。如講史不僅分卷分

目、詩起詩結，並習慣在情節敘事過程上穿插前賢詩詞，讓敘事

者現身說法，做評論式干預；此外常用「且說」、「話說」、「話分

兩頭」、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」等套語，來串接故事情

節；而羅燁《醉翁談錄》：「講論處，不滯搭，不絮煩；敷演處，

有規模，有收拾；冷淡處，提掇得有家數；熱鬧處，敷演得越長

久」的敘事慣性亦和毛宗崗評《三國演義》：「橫雲斷嶺、橫橋鎖

溪」、「添絲補綿、移針勻繡」
12之妙若合符節；文白夾雜，通俗

易懂的語言特色，也讓《三國演義》避免了史傳語言古奧難懂的

弊病。  

《三國演義》作為一世代累積型創作作品，在漫長的演進過

程，史傳文學、說唱藝術以及戲曲表演不斷地交流互涉，不同系

統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以及美學特徵也逐漸融合於無形。從發生

學角度來看，史傳文學是章回小說（特別是歷史小說）創作的基

本素材，自然成為作家仿效與借鏡的對象，其中的敘事手法亦有

機會得到發揚光大，成為中國敘事文學中重要的一環。  

而正如傅修延所言：「敘事畢竟又是人類自身的行為，人類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  兩者說法均強調情節敘述必須不拖沓累贅，亦不偏枯平淡，同時前

後文理貫通，能相互關照。詳參陳曦鍾等人輯校，《三國演義會評本》，（北

京：北京大學出版社， 1 9 9 8 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），頁 1 3 , 1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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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而強的審美要求，以及政治、經濟等方面的實際需要，不可能

完全不介入敘事，虛構性的文學敘事就是由此孳生，逐步擴張成

能與真實世界抗衡的相像天地。」 13《三國演義》的出現與其說

是對歷史的複制和傳播，倒不如說是民間文人對正史的抵抗，而

力圖改寫歷史，因此在對《三國演義》生成的溯源與探討，歷史

敘事模式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唯有將其放置於小說敘事演

進的過程中，才能看出它對中國敘事發展的真正貢獻。  

然而《三國演義》中民間文學的影響、民間文學與史傳文學

的交流互涉以及《三國演義》如果融通二者之長，而成就其小說

的品格，限於筆者的時間與能力，未能作通盤性的研究，殊為可

惜，因此希望能以史傳敘事模式研究為起點，在未來補足對《三

國演義》研究的每一塊版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3  傅修延著，《先秦敘事研究》，（北京：東方出版社， 1 9 9 9 年 1 2 月第

一版），頁 1 7 4。  


